
文人之笔， 劝善惩恶。

【讲话原文】

“文人之笔， 劝善惩恶”。

文艺要反映生活， 但文艺不能

机械反映生活 。 茅盾说过 ：

“ 文 艺 作 品 不 仅 是 一 面 镜

子———反映生活， 而须是一把

斧头———创造生活。” 生活中

不可能只有昂扬没有沉郁、 只

有幸福没有不幸、 只有喜剧没

有悲剧。 生活和理想之间总是

有落差的， 现实生活中总是有

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 广

大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素材进

行判断， 弘扬正能量， 用文艺

的力量温暖人、 鼓舞人、 启迪

人， 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

文化修养、 审美水准、 道德水

平， 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

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

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

的讲话》

【出处】

夫文人文章， 岂徒调墨弄

笔， 为美丽之观哉 ？ 载人之

行 ， 传 人 之 名 也 。 善人愿

载， 思勉为善； 邪人恶载， 力

自禁裁。 然则文人之笔， 劝善

惩恶也。

———（东汉） 王充 《论

衡·佚文》

【解读】

“文人之笔 ， 劝善惩恶 ”

是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

文学主张 。 在 《论衡·佚文 》

中， 他指出： “夫文人文章，

岂徒调墨弄笔 ， 为美丽之观

哉？” 文人写文章， 哪里只是

玩弄笔墨、 堆砌辞藻的呢？ 其

主要功用在于 “载人之行， 传

人之名也”， 即记载人们的行

为， 传播人们的名声。 因为 “善

人愿载， 思勉为善； 邪人恶载，

力自禁裁”， 好人希望被记载以

流芳百世， 因此千方百计去做好

事 ； 坏人害怕被记载而遗臭万

年， 因此尽力抑制自己的恶欲。

这样， 文人的笔就发挥 “劝善惩

恶” 的作用了。

在 《论衡·对作》 中， 王充

还说： “圣人作经， 贤者传记，

匡济薄俗， 驱民使之归实诚也。”

圣人作经书， 贤者写传记， 是为

了匡正挽救不良的风俗， 使老百

姓向质朴纯厚的品行转化。 而文

章要发挥劝善惩恶的作用， 就必

须做到 “起事不空为， 因因不妄

作； 作有益于化， 化有补于正”。

王充认为， 文章必须有补于世，

所谓 “为世用者， 百篇无害； 不

为用者， 一章无补”。 他这样自

陈 《论衡》 的写作目的： “《诗》

三百 ， 一言以蔽之 ， 曰 ‘思无

邪’。 《论衡》 篇以十数， 亦一

言也， 曰： ‘疾虚妄’。” “疾虚

妄” 就是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

种种虚假、 荒诞现象深恶痛绝，

因此著 《论衡》 以明辨是非、 拨

乱反正。

王充 “劝善惩恶” “匡济薄

俗” 的积极创作主张对后世影响

很大。 三国曹丕的 “文章经国之

大业， 不朽之盛事”， 唐代古文

运动中柳宗元提出的 “辅时及

物”， 以及新乐府运动所强调的

“匡世济时”， 都与这种思想有着

血脉联系。

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

九大开幕式讲话中 ， 习近平总

书 记 引 用 “文 人 之 笔 ， 劝 善

惩恶 ” ， 意在告诉广大文艺工

作 者 ： 文 艺 要 反 映 生 活 ， 但

不 能 机 械 反 映 生 活 。 要 引 导

人们健康向上， 发挥积极的社会

功用。

《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

■秦 观

湘天风雨破寒初， 深沉庭院虚。 丽谯吹罢 《小单于》， 迢迢

清夜徂。

乡梦断， 旅魂孤。 峥嵘岁又除。 衡阳犹有雁传书， 郴阳和雁无。

诗歌赏析：

这首词系秦观贬谪湖南时岁暮天寒的感慨之作，

抒发的是思乡之情。 上阕写寒夜梦醒， 只感觉庭院深深， 听到城

楼门头传来阵阵边地乐曲， 漫长的清夜又过去了。 反映了羁居贬

所的凄凉困境。 下阕就梦断写异乡飘泊的孤独幽怨。 除夕时节还

没有见亲人来信， 正是引发梦中相思及梦断悲苦的原因。 词尾真

实地写出作者身在贬所， 举目无亲， 孤寂难耐的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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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劝诫子女为何重视这八个字？

曾国藩是一个在近代中国留下很

深痕迹的政治人物，也是公认的中国

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他在治国平天

下的军政生涯中，十分注重自我人格

完善，同时也以极大的心血治理他的

家庭与家族。

曾氏家族人才辈出与其家

规家风有关

在曾国藩家规家风的熏陶下， 百

余年来， 曾氏家族人才辈出， 长盛不

衰。 曾氏所倡导的家规家风中有如下

一些主要内容：

孝友。

孝 ， 即对长辈要恭敬顺

从。 友， 即对平辈要善意仁爱。 一个

家庭， 若能做到孝顺友善地相处， 那

么这个家庭便可以长久地兴旺下去。

曾氏在比较官宦、 商贾、 耕读三种家

庭后，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孝友之

家， 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故而他

把 “孝” 列为三个能导致家庭祥和因

素中的第一个。

勤俭。

勤与俭在曾氏家书中出现的

频率很高 ， 他说 ： “历览有国有家之

兴， 皆由克勤克俭所致， 其衰也则反是。”

国也好， 家也好， 要想兴旺， 唯一能依

靠的就是勤俭 。 勤劳成就事业创造财

富， 俭朴则能葆珍惜之心养清正之身。

读书。

在这方面曾氏最有见识之处

在于不仅要子弟读八股文等应试书籍，

更重要的是要读于身心事业有实际作用

的书。 而且， 读书重在于行， 若不能行，

读亦无益。 他教导诸弟， 不要沉溺于科

举之中， “此中误人终身多矣”。 年过二

十， 若还总是围绕在揣摩考题上用功 ，

将来必然悔恨不已， 应该早早明白这个

道理， “壹志从事于先辈大家之文”。

睦邻。

曾国藩祖父很注重与邻里之

间的关系， 常说 “人待人 ， 无价宝 ”，

即人与人之间的友善相处， 是人生的无

价之宝。 曾氏也很看重这方面。 他引用

幕僚李榕之母的两句话 “有钱有酒款远

亲， 火烧盗抢喊四邻”， 来教育家人不

要怠慢邻里乡亲。 邻居之间有庆贺吊唁

等事， 曾家人不仅要送钱送物， 还要亲

自上门致意。

曾国藩家规家风的重点在于

严格管教儿子

对于两个儿子的教育， 曾国藩抓得

很紧。 教子， 在曾氏的家庭教育中， 占

有极重要的地位。 他对儿子的教育与期

盼， 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做读书明理的君子

咸丰六年， 已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

认认真真地给时仅九岁的次子纪鸿写了

一封信。 信中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

官

,

余不愿为大官

,

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

子。” 那么， 什么是君子呢？ 曾氏接着

说 ： “勤俭自持 ， 习劳习苦 ， 可以处

乐， 可以处约。 此君子也。” 意味勤劳

俭朴 ， 能靠自己的力量生存 ， 不怕劳

苦， 可以过好日子， 也能过苦日子。 这

种人就是君子 。 君子是具有好品性的

人， 与财富、 地位、 权利无关。

这就是说 ， 曾氏不期盼子孙做大

官， 做出人头地者， 他只希望子孙能通

过读书明理这个途径做品性良好的人。

第二， 从小事做起

曾氏常对家人说： “绝大学问即在

家庭日用之间 。”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

不要轻看了家庭中的日常琐事， 这中间

就包含着处事待人的绝大学问。 家庭中

大事不多， 多的是小事。 从小事做起，

养成良好的习惯， 便可以走出家门做大

事。 我们打开一部曾氏家书， 迎面扑来

的都是曾氏在告诉儿子从小事上做起：

诚实， 从不说假话做起； 勤奋， 从不睡

懒觉做起； 戒骄， 从不讥笑人做起； 戒

奢， 从不坐轿做起； 端庄， 从步伐稳重

做起。 一桩桩一件件小事都做好了， 人

的总体境界就提高了。

第三， 世家子弟要有寒士之风

同治元年， 他在给次子的信中说：

“凡世家子弟， 衣食起居， 无一不与寒

士相同 ， 庶可成大器 ； 若沾染富贵习

气， 则难望有成。” 他也一再嘱托在家

的四弟管好子侄辈： “吾家现虽鼎盛，

不可忘寒士家风味。”

曾氏所谓的寒， 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的内容。 一指寒素， 即破除子侄辈的特

权优越感。 二是指贫寒， 即在经济上与普

通平民无异。 他叮嘱家中不可买田， 子女

穿衣不能太光鲜。 媳妇女儿都得亲自下

厨， 按时给他寄亲手做的小菜与布鞋。

第四， 不留财产给儿子

早在道光二十九年， 曾氏初为大官

时便对家人表示 ： “绝不留银钱与后

人。” 后来身为湘军统帅， 曾氏再次申

明他的态度 ： “仕宦之家 ， 不蓄积银

钱， 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

“同言而信， 信其所亲； 同命而行，

行其所服。” 曾氏深知身教重于言教的

道理。 他要求家人做到的一切， 自己都

先做到了， 而且做得最好， 其本身就是

一部最具说服力的教科书。

（据中纪委网站）

我国传统司法审判遵循的原则有哪些？ 为什么古代始终没有产生出独立的司法体系？ “以

民为本” 的思想对我国古代政治学说的发展以及立法产生了哪些影响？ 近日， 我市资深律师、 文

化学者邹鲁军做客国学讲座， 为大家讲述了具有情、 理、 法特性的中国法律———

从“情理法”看传统法律文化价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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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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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法律是世界上历史最悠

久的法律制度， 也是施行时间最长的

法律制度。 它以儒家礼制精神和法家

思想为指导， 在总体精神和宏观样

式上呈现出多元的特征 ， 尤 其 表

现在支配法律实践活动价 值 基 础

上 的 双 元 格 局 、 法 律 规 范 内部的

多层结构和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互

依互补的实施渠道。

“法律体系的这些特征， 是中国

古代社会农耕生产、 宗法家族、 集权

政体三合一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

近日， 我市资深律师、 文化学者邹鲁

军做客国学讲座， 为大家讲述了具有

情、 理、 法特性的中国法律。

“准情酌理” 是我国传统司

法审判的重要原则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源远流长 ，

自夏以后， 就在以往的氏族 、 部落

的原始习俗文化的基础上 开 始 生

长发育 。 经历夏 、 商而至西周， 中

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初

步奠定。” 现场， 邹鲁军为大家阐述

了我国古代法律的萌芽、 成长和成熟

过程。

其中， 最值得的一提的是 “夏启

废禅让案”。 中国氏族社会里， 以前

都是禅让制。 禹死后， 其子启打破传

统的禅让制， 建立王位传子制度， 这

遭到了东夷族首领伯益和有扈氏的武

装反对 。 于是 ， 夏启便用兵对其镇

压。 夏启攻伐有扈氏之前， 发布了一

条军令形式的法律———《甘誓》， 是迄

今发现的最早带有军法性质的规范。

邹鲁军表示， 《甘誓 》 的发布

对我国法律历史具有较大的影响 。

首先 ， 夏启篡位虽不符合传统的氏

族 民 主 制 度 ， 但 却 代 表 了 法 制 历

史的发展方向 ； 其次， 夏启篡位案反

映了中国古代法律起源的一条途径———

刑起于兵。

公元前

536

年， 郑国的执政者子产

把自己所制定的刑书铸在鼎器上， 开创

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 否定了 “刑

不可知 ， 则威不可测 ” 的这句话 。 之

后 ， 李悝在魏国提倡 “尽地力之教 ”；

吴起在楚国 “明法审令”； 申不害在韩

国 “内修政教， 外应诸侯”， 都相继公

布刑法。 法律逐渐成为老百姓都知道的

东西。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中国的文化思

想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至两汉时期，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 正式确立了

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 中国古代法

律传统基本形成。 在西汉中期儒家思想

取得正统地位后， 董仲舒等人提出 “春

秋决狱”， 这是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

断方式， 其基本精神是 “原心定罪 ”，

主要是根据案件的事实， 追究犯罪人的

动机来断案。 如果他的动机是好的， 那

么一般要从轻处理， 甚至可以免罪。 如

果动机是邪恶的， 即使有好的结果， 也

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犯罪未遂也要按照

已遂处罚。 首犯要从重处罚。

可以说， 我国古代法律成熟期的标

志是情理法的结合， 而其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唐代的 “秦鸾犯盗” 案。

“这一特殊的盗窃犯罪， 对于唐代

的司法而言， 非常棘手： 母病而行盗，

实为孝子， 但 ‘假贼成功， 因赃致福，

便恐人人规未来之果 ， 家家求至孝之

名， 侧镜此途， 深乖至理’。” 邹鲁军

表示， 显然， 尽孝与 “理” 相符， 盗窃

与法不合 ， 再考虑到 “人人规未来之

果， 家家求至孝之名， 侧镜此途” 的可

能后果， 更不能简单以 “理” 悖法。 判

官在充分考量了案情之 “理” 后， 依据

《贼盗律》 之 “窃盗” 条， 按盗窃匹数

多少断罪， 实现了法、 理结合。

由此可见， 情理法是中国传统法律

文化的基本特征， “准情酌理” 是我国

传统司法审判中的重要原则。

中国古代没有建立独立的司

法体系

我国古代司法有三个特征： 一是君

权神授、 法自君出， 二是司法行政、 合

二为一， 三是诸法合体、 以刑为主。

“君权神授、 法自君出 ” 指 的 是

皇帝始终是最权威的立法者和最大

的 审 判 官 。 皇 帝 的 话 是 “ 金 科 玉

律 ” ， 言 出 法 立 。 皇 帝 发 布 的

“敕 ” 、 “令 ” 、 “诏 ” 、 “谕 ” ， 凌

驾于法律之上 ，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

力 ， 同时 ， “狱由君断”， 皇帝握有

最高的司法权， 一切重案、 要案、 疑案

皆需皇帝裁决、 批准。 封建皇帝可以法

外用刑， 也可以法外开恩。

然而， 秦始皇法外开恩却为秦国的

速亡埋下了祸根。 中车府令赵高， 因为

犯了大罪， 秦始皇责令蒙毅依法惩治。

蒙毅不敢枉法， 依照 《秦律》 的规定判

处赵高死罪 。 秦始皇却以赵高办事认

真、 勤勉敬业为由， 法外开恩， 赦免了

赵高， 恢复了他的官爵。 而后来， 赵氏

操控秦二世， 一手遮天， 残害忠良， 为

非作歹， 弄得秦国政治昏暗， 加速了秦

国的灭亡。

“司法行政、 合二为一” 指的是司

法审级与地方行政区划一致， 由地方行

政长官兼理， 县有县令， 州有刺史， 唐

京都长安设置京兆府， 分别负责审理本

辖区的刑民案件。 宋、 元、 明、 清在地

方路、 省一级虽专设司法机构， 但仍处

于地方行政长官控制之下， 所以中国古

代始终没有产生出独立的司法体系， 而

是从属于行政。

最后一种是 “诸法合体 、 以刑为

主”， 指的是从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

法典 《法经》 到集我国古代立法之大成

的 《唐律疏议 》 再到封建社会末期的

《大明律》、 《大清律例》， 无一不是诸

法合体， 以刑为主的法典。

对此， 邹鲁军指出， 传统中国是一

个国家权力和观念高度 发 达 的 社 会 ，

早在青铜时代这种情况就有了相当

的发展 ， 秦 、 汉以后更加增大 ， 专

制 主 义 集 权 日 趋 加 强 ， 家 国 一 体 ，

融家于国的情形可谓举世罕见 。 以

维护最高价值为目的之 “国法 ” 也只

能是废私的公法。

“以民为本” 思想对古代立法

影响深远

“礼” 是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各种

行为规范的总和。 从这种意义上说， 礼

具有法的性质， 甚至是 “根本大法”。

邹鲁军告诉大家， 中国古代法律的

内涵特征是不受宗教影响， 强调遵循礼

教， 强调维护纲纪伦常。 后经过汉儒改

造， 礼融进了诸子中的可取成分， 又成

为指导立法、 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

其要旨即是 “三纲 ” ———“君为臣纲 、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以及由此衍生

的 “亲亲”、 “尊尊” 的政治和伦理原

则。 在这种原则下， 礼的许多内容被直

接定为法律， 如 “八议” 以及丧服制度

等相继入律， 并为后世法典所沿用。

但是 ， 礼教力倡 “无讼 ” 、 “息

讼”， 也导致了人们的权利意识非常淡

漠， 甚至出现我国 “父为子隐， 子为父

隐” 的现象。 而我国现代的 《刑诉法》

（

2012

年修正案） 对于证人作证方面较

大的突破就是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

全、 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 一般案件

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 但近亲属

仅限父母、 子女和配偶。

同时， 古代法律还重视德治、 提倡

人治。 德主刑辅思想的基本点就是以德

为主， 德刑并用 。 对待老百姓要先用

道德教化 ， 教化无用再用刑罚 。 儒

家认为国家的治乱 ， 礼法的立废， 德

治的推行都取决于统治者， 人存政举，

人亡政息。 儒家希望所有的君主都能通

过 “法先王” 和 “正已” 成为尧舜那样

的圣贤。

“古代司法的内涵还有个明显特征

是家族本位。 ”邹鲁军告诉大家，宗权是

中国封建政权的补充， 也是封建统治的

主要支柱。 古代法律为了维护父权家族

“上下有别，长幼有序”的等级确立了家

长或族长为权力中心的等级制度； 同时

为保障父权家长 “亲亲尊尊” 的宗法观

念，进一步建立了宗法等级的政权形式。

同时， 我国几千年来就存在以民为

本 、 民贵君轻的传统观念 。 从盘庚的

“重民”、 周公的 “保民” 和孔子的 “爱

民 ” 到孟子的 “民贵君轻 ” 和荀子的

“君舟民水”， 再到汉唐以来主张的 “民

惟邦本” 等以民为本的思想， 对古代中

国政治学说的发展和君主政治的实际运

作以及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国古代司法的最后一个内涵特征

是———追求秩序和谐和天理、 国法、 人

情的统一。 在传统上， 中国民众将作为

儒家法哲学最高标准的 “和谐” 作为法

律的最高价值理想， 在天人合一的哲学

基础上， 寻求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的

和谐秩序。

聂茂创作的《天地行人：王夫之

传》抓住了王夫之的精神脉络，展示了

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突出“上马

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情结；二是着

力塑造“辨忠奸，明是非，知去就”的刚

毅个性；三是发掘人性的闪光和高贵

的人格力量；四是彰显“书生报国，信

仰至上”的理想情怀。

读完这本传记，我的一个突出感

受是：作者把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

向人性深处，以现代意识进行文化与

人性的双重观照，从中获取个性化的

感悟，并以平等姿态与历史对话。

（唐浩明 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

协会名誉主席）

《天地行人： 王夫之传》

“走向世界丛书 ”一

百种，只收晚清时期

from

east to west

（从东方到西

方）的记述。 这套书的作者，

如郭嵩焘 、 黄遵宪……

又如邹代钧、金绍城……

他们看到的新技术还是

德律风（送话器和最早的

手摇电话机）、火轮车（蒸

汽机车）……我们如今却

已经用上了智能手机、坐上了波音飞机……但在思想层面上，反省

自己的世界眼光和世界理想，甚至在世界知识的某些方面，比起一

个多世纪以前的郭、黄他们来，差距实在还不小。在这方面，也就是

人的现代化这方面，要走的路就更“漫漫其修远”了。

（钟叔河 著名作家）

“走向世界丛书”

名家荐书

邹鲁军


